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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内迁高校的地方化
*

———以光华大学成都分部为例

韩 戍

内容提要 抗战军兴，上海光华大学在成都设立分部。分部校政由光华旧人主持，创
办经费多得川人捐助，校董亦大半川籍。光华和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毫无渊源，政府资助不
足，学校只得征收高额学费。征费之举引发学潮，川籍校董邓锡侯、向传义等地方势力支
持学生，并顺势接管学校。从此，光华大学成都分部成为一所地方化的学校，并于其后被
改组为成华大学。内迁高校的地方化与地方高校的国立化路径相反，实为地方针对内迁
高校或中央反向扩张教育权力之举，研究此一问题足以加深对战时中央、地方以及内迁高
校三者关系的认识。
关键词 中央 地方 内迁高校 权力斗争

关于抗战时期的大学史研究，已有极多成果问世。其中涉及中央与地方关系者，多注重中央对
地方的影响，或地方高校的“国立化”进程。王东杰在研究四川大学的著作中，将川大视为中央与
地方争夺教育权力的场域，展现了抗战前后中央逐步扩张权力，使川大摆脱地方势力控制，实现真

正“国立化”的过程。王春林在研究东北大学的论文中，考察了西安事变后中央为彻底解决东北地
方势力，以停发经费、迁移改组的方式强行将东北大学改为国立的始末。汪伯轩在研究陈立夫与战
时高等教育的学位论文中，讨论了分别控制在阎锡山、刘湘之手的省立山西大学、重庆大学，如何经
数次学潮而最终改制国立，被教育部实质掌控。① 对于地方势力针对内迁高校或中央反向扩张教
育权力的一面，一般未被研究者注意，尤其缺乏细致入微的个案描述。②

本文将地方势力针对内迁高校或中央反向扩张教育权力的行为，命名为内迁高校的“地方
化”。这里所说的“地方化”，与教育学研究中常用的“地方化”概念迥异。在教育学领域，“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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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承蒙许纪霖、冯筱才教授，胡悦晗、赵峥学兄及匿名审稿专家指点，特此致谢。
王东杰:《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 1925—1939)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年版;王春林:

《中央与地方的角力:西安事变后东北大学的国立改组》，《史林》2012 年第 4 期，第 136—145 页;汪伯轩:《陈立夫与战时中国高等
教育》，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2012 年，第 166—171 页。

目前仅见学者注意到西南地方势力为抵制中央政府的渗透，对内迁高校师生批评国民党的言行予以保护，参见易社强

著，饶佳荣译《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00—1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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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主要从高等教育的“在地化”“功能化”角度考虑，认为高等教育以地方财政拨款为主要资金来
源者，管理权应归属地方，为地方的科教文卫事业服务。① 不同于教育学肯定所谓“地方化”的“正
面意义”，本文所讨论的“地方化”，主要和权力斗争及地域意识有关，指地方势力通过对内迁高校
的实质性控制，或将其改制为地方性大学，以掌握更多的教育资源，直接或间接与强势的中央抗衡。
本文的研究对象———光华大学成都分部即是内迁高校“地方化”的典型案例。本文将梳理成

都分部的办学史事，展现其从内迁高校转变为地方性大学的来龙去脉，并试图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抗战时期的内迁高校中，哪种性质的学校最可能被“地方化”? 何种主客观原因导致内迁高校的
“地方化”? 地方势力一般通过何种手段使内迁高校“地方化”? 中央对内迁高校的“地方化”持何
种态度? 为何会持这种态度? 本文希望通过解答这些问题，揭示与地方高校“国立化”相反的另一
面，以加深对抗战时期中央、地方社会以及内迁高校三者关系的认识。

一、光华内迁成都与地方底色

1937 年夏，八一三事变爆发，战火蔓延到上海。为避免学校陷入敌手，各大学纷纷播迁内地。
国立同济大学凡六迁，落脚于四川李庄。国立交通大学先入租界办学，后内迁重庆九龙坡，并由分
校发展成为总部。② 对于所谓私立大学“四大金刚”———光华、复旦、大夏、大同，教育部命令组织联
大筹款西迁。光华不愿加入联大，谓“教师分配为难”并要求退出。大同亦随之退出联大。③ 其后，
复旦、大夏两校在庐山、贵阳两地合组为复旦大夏第一、第二联合大学。光华、大同选择留守沪滨
观望。
大西路光华大学校址处于中日交战地带，校长张寿镛④决定将学校暂时迁入租界办学。11 月

12 日，日军将光华校产全部炸毁。张寿镛与在沪董事决定，聘请入川主持正则会计师事务所的原
商学院院长谢霖⑤为光华大学副校长，委托其全权组建成都分部。11 月 25 日，筹备处成立，由正则
职员苏祖南、刘佑卿、王镜蓉、祝正因及光华校友林树湘、郭基荣、黄德清义务办理其事。谢霖邀请
光华创校元老薛迪靖担任教务长，旧部陆寿长、李恩廉担任总务长、注册主任，校友胡毓杰、伍丹戈
担任院长和系主任。谢霖以光华旧人组建起新的行政班底，并租赁成都新南门内王家坝街房屋为
临时校址，于 1938 年 3 月 1 日正式开课。⑥

私立大学财政基础薄弱，依靠社会力量办学。抗战中校产全毁，更需要中央的财政支持。上海
时代，光华以虞洽卿、钱永铭、王省三、朱吟江、赵晋卿、许秋帆、陈光甫等江浙绅商为校董，政界背景
不深。校长张寿镛曾官至财政部次长，与蒋介石颇有私交。不过，张寿镛与国民党并无渊源，实因
理财能力卓越受到蒋介石重视。1932 年张寿镛辞官后，基本失去价值，在政治上已经边缘化。⑦ 此
时对张寿镛而言，欲谋求中央的支持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旧日同僚孔祥熙( 财政部部长) 、朱家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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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懋元:《关于中国高等教育地方化的理论探讨》，《潘懋元文集》卷 3，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66—67 页。
苏智良等:《去大后方———中国抗战内迁实录》，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52—256 页。
林美莉编校:《王世杰日记》上，1937 年 9 月 26 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2012 年版，第 48 页。
张寿镛( 1875—1945) ，字咏霓，号约园，浙江鄞县人。北洋时期历任浙江、湖北、江苏、山东财政厅长，江苏沪海道尹。

1925 年 9 月，参与创办光华大学并担任校长。1927 年 4 月，受蒋介石征召，历任江苏省政府委员、财政厅长，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
1932 年 7 月辞职，专任光华校长直至逝世。

谢霖( 1885—1969) ，字霖甫，江苏武进人。中国第一位注册会计师，历任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总会计师，中央银行秘书长。
1932 年 9 月起担任光华大学商学院教授、院长。1938 年受命创立光华大学成都分部。

《成都分部十年大事记》，《私立光华大学成都十年记》，光华大学 1947 年编印，第 57—58 页。
俞信芳:《张寿镛先生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00—1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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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组织部部长) ，二是儿女亲家翁文灏( 行政院秘书长、经济部部长) 。成都分部筹备处建立后，
校方在重庆设置“光华大学移川复兴建设委员会”，敦请孔祥熙为名誉委员长，加聘朱家骅、翁文灏
为校董，负责替光华募款。
从孔祥熙、翁文灏、朱家骅的权位来看，此时光华的政治背景已不算弱。建校初，三人也确实为

光华筹款而多方努力，如孔祥熙资助 3 万元用于校舍兴建，翁文灏捐助建校基金若干，朱家骅则成
为光华向教育部索款的中间人。不过，孔祥熙本人与学校毫无渊源，相助多是象征性为之。翁文灏
虽然是张寿镛亲家，却也不可能将学校当成自己的事业。① 朱家骅位居中央组织部部长，抗战中垄
断大量资源，势力庞大甚至自成一系。然而，朱家骅与 CC 系领袖、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虽然表面关
系和谐，实则分庭抗礼，激烈争夺权势资源。孔祥熙、翁文灏两人作为政学系领袖，也深为 CC 系所
忌。② 这种微妙的关系意味着，虽然光华也能够得到教育部的财政支持，但资助常打折扣。

1938 年 6 月，张寿镛入川视事，看到光华经济困顿、财政无着的窘境，认为在中央之外，必须获
得地方社会的实质性支持，承诺抗战胜利后成都分部永久留川，造福地方社会。由此，校方逐步增
聘四川政商两界的实力派担任校董或驻川常务校董，其中包括邓汉祥( 代理四川省省长) 、邓锡侯
( 川康绥靖公署主任) 、甘绩镛( 四川省政府委员兼财政、民政厅厅长) 、缪秋杰( 四川省盐运使) 、康
宝志( 四川省粮食局局长) 、杨培英( 四川聚兴诚银行董事长) 、张仲铭( 前川军师长、实业家) 、向传
义( 四川省临时参议会议长) 、李肇甫( 四川省政府秘书长) 、刘航琛( 川康平民银行董事长) 、徐堪
( 川籍行政院粮食部部长) 等人。③ 随即，光华开始向各位川籍校董募捐以新建校园。其中，张仲铭
兄弟捐赠田地 50 亩作为校址并认捐学生宿舍 1 座;刘湘( 已去世) 、邓汉祥、甘绩镛各捐教室 1 座;
康宝志捐助 1 万元建筑图书馆;自贡自流井富荣盐场全体商人捐助建筑经费 2 万元;四川省政府准
许办校用地免征田税，并拨款 5 万元用于学校迁建。光华方面为回报川籍捐赠者，将教室、礼堂、图
书馆、宿舍皆冠以捐助者之名。④

内迁各校中，国立大学有政府常规拨款资助，且代表着相对于地方的“中央”，不必依赖地方社
会。而且，随着强势的中央内迁，控制于地方势力手中的高校逐渐被“国立化”。私立大学的情况
比较复杂，很多学校名义上虽是私立，校董、校长和校友却多是政界要人，与党国渊源甚深。比如，
复旦大学早年便因“总理欣赏师生笃信主义，亲任校董会主席，命陈英士、于右任、王宠惠等为校
董”。其后，孙科、叶楚伧、邵力子、程天放等都成为校董，真正将复旦当成自己的事业，经常在中央
替学校争取经费。⑤ 大夏大学与党国亦有渊源，校董包括何应钦、孙科、吴铁城、许世英、王正廷、张
嘉璈等党国要人，校长王伯群为现任中央常委、国府委员。⑥ 由此，陈立夫曾特拨 1 万元帮助复旦、
大夏联合西迁。⑦ 其后，又拨款 20 万元资助复旦大夏第二联大在贵阳建校。⑧ 两校内迁，基本未依
靠地方势力。
光华的情况与复旦、大夏不同。抗战前，光华的校董中没有任何党国要人，校长张寿镛也已致

70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当光华遭遇困顿时，张寿镛一度有让翁文灏掌管学校之意，翁文灏告知“决不能任”。参见李学通、刘萍、翁心存整理《翁
文灏日记》下，1941 年 2 月 11 日，中华书局 2014 年版，第 632 页。

关于 CC系与政学系、朱家骅系的斗争，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 1924—1949 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
店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17—355 页。

《校董题名》，《私立光华大学暨附属中、小学教职员录》，光华大学成都分部 1941 年编印，第 3—4 页。
《成都分部十年大事记》，《私立光华大学成都十年记》，第 61 页。
《孙科请求补助上海私立复旦大学常年经费案》( 1937 年 2 月) ，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会议档案，5. 2 /157 /15。
冯正仪:《无限深情怀念王校长伯群》，《学府纪闻·私立大夏大学》，台北，南京出版公司 1982 年版，第 40—45 页。
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 1994 年版，第 238、337 页。
娄岙菲主编:《大夏大学编年事辑》上，1937 年 11 月 8 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4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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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光华本身也颇为注重学校的独立性，拒绝教育部合并西迁的命令便是一例。其后校产被毁，在
成都兴建分部，才有意识地寻求中央支持。然而，孔祥熙、翁文灏、朱家骅等或与学校渊源不深，或
能力有限。光华与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更无渊源，无法获得后者的一视同仁。光华只能与地方势力
合作，依靠地方资金办学。因此，光华大学成都分部虽属内迁高校，由光华旧人全权主持，实际自内
迁起便与地方社会有着密切的关联。此种密切关联，为日后的矛盾与斗争埋下了伏笔。

二、财政危机与教育部的消极支持

私立大学的校董会一般负责募集经费、选聘校长、决定大政方针、审订校章等，对具体的日常行
政事务无权干涉。① 光华大学成都分部的实际主事者是谢霖、薛迪靖、李恩廉、陆寿长、胡毓杰、伍
丹戈等光华旧人。因此，川籍校董对学校的资助仅限于建校初期，对后续办学经费再无任何资助。
学校的日常花销，完全依靠学费。成都分部各项开支一切从简，谢霖之下，仅设秘书一人;教务方面
设教务长一人，注册主任一人，工作人员七人;总务方面设总务长一人，工作人员四人;训导方面设

管理员两人;院系方面院长、系主任各一人，没有工作人员。② 谢霖一人在校身兼数职，却不支薪水
与车马费，只以教授标准按上课钟点领薪，且常自行垫付经费。③ 尽管如此，学校每月仍要靠借债
度日。
光华靠借贷办学，除了经济基础薄弱，缺乏稳定的财政支持外，更有战时通货膨胀、物价剧烈上

升的因素。战时军费开支巨大，政府税收财源枯竭，财政出现惊人赤字，相应导致教育经费的严重
压缩。同时，为满足政府支出需要，国家银行大量发行钞票，导致法币持续贬值，物价无止境上涨，
在大后方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民众陷入普遍的经济贫困，购买力下降，支付教育费用乏力。④

战时国穷与民困的双重压迫，对大后方各校几乎造成普遍化的影响，对迁移而来、缺乏稳定财政来
源的私立大学而言，冲击尤其巨大。由于教育部对各私立大学的补助政策并不平等，标准常视与教
育部部长个人的关系亲疏而定，更使光华陷入远较其他私校更为严重的经济困境。
按照教育部的规定，光华每年只能获得 4 万元的常规补助。在不断上涨的物价面前，4 万元实

为杯水车薪。光华校方遂求助于教育部给予特殊补助。1939 年 8 月，“光华大学移川复兴建设委
员会”名誉委员长孔祥熙在重庆召集委员商议补助办法，议决由张寿镛和谢霖联名请求，再由校董
会集体致函教育部，请求补助校园扩充费。经过孔祥熙、朱家骅、翁文灏在行政院的努力，教育部于
10 月决定特别补助光华大学 8 万元。⑤ 不过，这 8 万元只是特别补助，并非常规补助，对开支庞大
的学校而言远远不足。

1940年 3月，光华沪蓉两校联合呈文教育部请求援助。其文称，两校常年收支不抵，每年需款 10
万元以上，教材设备每月均需垫付两万元以上，而今物价飞涨，教职员待遇又需增加，学生的学费负担

已经无法再重，希望按照援助复旦大学( 每年 28 万元) 、大夏大学( 每年 17 万元) 的标准，补助两校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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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华大学董事会章程》，台北，“国史馆”藏，教育部档案·光华大学立案，019 /0000008 /43A。
莫健:《上海光华大学内迁成都》，全国政协、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贵州民族

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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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大学 1995 年印，第 49 页。
有学者统计，战前法币 1 元的购买力，在 1938 年底值 0. 6 元，1939 年值 0. 28 元，1940 年只值 0. 08 元。也就是说，到 1940

年，12. 5 元法币仅合战前的 1 元。参见石源华、金光耀、石建国《中华民国史》第 10 卷，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220—222 页。
李学通、刘萍、翁心存整理:《翁文灏日记》上，1939 年 8 月 22 日、10 月 17 日，第 374、3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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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万元以填补亏空。张寿镛同时致电朱家骅，请求他向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关说。① 然而，如前文所
言，光华和陈立夫素无渊源，无法获得与复旦、大夏的同等待遇。由于朱家骅与陈立夫虽表面和睦
实分庭抗礼，此种请求甚至可能会有所折扣。陈立夫当即以“本年度省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补助费
总额未见增加”为由拒绝，只允许在原 4 万元的基础上加拨 5 千元作为沪蓉两校全年常规补助。②

1940 年秋，成都的物价较之 1938 年春开办时增长一倍，成都全体中学教职员由于经费无着，
均已罢教停课。光华大学成都分部时有大学生 600 余人，中学生 400 余人，大中学教职员百余人，
因请求补助未能如愿，马上在通货膨胀之下陷入险境。以 1940 年上半年为例，在教授待遇已削减
至极低的情况下，学校亏损额达 6 万元之巨，“各处挪借已竭，无法再行周转，下半年之亏短当更增
多”。谢霖曾于 1940 年年中单独向教育部提交请求，希望从 1941 年起，每年补助成都分部 18 万
元，并于 11 月再度上书请求教育部允准提前拨款 5—6 万元以解燃眉之急。③ 请求再为陈立夫所
拒，只允在原 4. 5 万元的基础上加拨 8 万元，共 12. 5 万元由沪蓉两校均分。最终，蓉校只分得 6. 5
万元，与谢霖按照预算呈请的 18 万元显然有较大距离。④

此时，教育部对复旦、大夏的补助已经增加到 30 万元和 25 万元。即使如此标准，对两校来说
仍不敷用。然而，1941 年末，复旦奉命改为国立，一次性获得政府补助 120 万元，马上脱离经济险
境。⑤ 大夏亦于 1942 年获得政府允准改为国立，只是校方不愿接受地方性的“国立贵州大学”校名
而未改⑥，转由教育部补助 50 万元经费。⑦ 张寿镛、谢霖唯恐申请改制国立失去办学自主权，只以
私校的身份不断呈请补助。1940 年 12 月，谢霖再度托朱家骅向陈立夫关说，希望考虑增加对学校
的补助，并请求按月发放，以免继续借贷。⑧ 然而，请求非但未得回复，成都分部反而于 1941 年春
收到蒋介石指示教育部命令停办的公文。
公文称，有校中三青团向蒋介石告发，共产党员在校内“猖獗活动”; 又有人向宋美龄告发，光

华受宋主办“战时儿童保育会”委托收纳难童的保育院，学生行为不正。⑨ 所谓共产学生活动的指
控，并非捕风捉影。成都分部在 1940 年前便有地下党活动，当时中共党员向晓、李仁宇、罗秉文通
过光华同学何光璃在校内出版了左倾文艺刊物。国民党成都行辕为此曾特召何光璃谈话，并勒令
刊物停止出版。其后，地下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员张光苍、许可等考入光华，与何光璃合
作重新办刊并组织壁报《原道》，与三青团主办的壁报《青光》对垒，招致三青团干事长谢乐康训
斥。瑏瑠 收到公文后，谢霖亲赴重庆希望向陈立夫解释，但未获接见。其后，经翁文灏、朱家骅等在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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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寿镛致朱家骅电》( 1940 年 3 月 14 日)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私立光华大学，301 /01 /
09 /198 /3—4。

《陈立夫致朱家骅函》( 1940 年 4 月 1 日)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私立光华大学，301 /01 /
09 /198 /12。

《照抄上教育部电》( 1940 年 11 月 7 日)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私立光华大学，301 /01 /09 /
198 /18—19。

《陈立夫致朱家骅函》( 1940 年 12 月 11 日)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私立光华大学，301 /01 /
09 /198 /23—24。

复旦大学档案馆编:《抗战时期复旦大学校史史料选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2 页。
《大夏大学请缓合并于贵大原因转呈鉴核》( 1943 年 7 月 29 日) ，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大专院校设立改组，

001 /000006 /186A。
娄岙菲主编:《大夏大学编年事辑》下，1942 年 5 月 7 日，第 533 页。
《谢霖甫乞转商教育部增加明年补助费并自一月起逐月发付》( 1940 年 12 月 31 日)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

藏，朱家骅档案·私立光华大学，301 /01 /09 /198 /35。
李学通、刘萍、翁心存整理:《翁文灏日记》下，1941 年 2 月 11 日，第 632—633 页。
《光华、成华大学“民协”组织开展革命斗争的情况》( 1984 年 11 月 8 日) ，出版社不详，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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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石处关说，才获得谅解。教育部收回停办的命令，但令其“暂缓招生，切实整理”。①

成都分部本已身陷财政危机，日常运作完全仰赖学费，年底便将招生广告登载于各报。如今教
育部非但不予增加补助，反令其暂缓招生，无异于彻底断其财源，使原本处于险境的学校有瓦解之

虞。经朱家骅、翁文灏等人继续调解，教育部允其暂时招生，但责令停办化学系及土木专修科。由
于此次事件的负面影响，谢霖于 1940 年冬增加补助并按月发放的请求，被教育部以“补助费早经函
请财部分汇，未便变更”为由拒绝。最后，由孔祥熙出面与教育部协商，从追加私立各校 100 万元
救济费中，分拨 7 万元给成都分部。②

1941 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在日军的封锁下，对外交通全部断绝，外援物资无法接济，大后
方的通货膨胀原本缓慢增长，从此转变为激烈猛涨，物价不可遏制。以最能反映物价的米价为例，
1940 年 11 月，粮食部售给成都市场的平价米每石 200 元，1943 年上半年涨到 340 元，8 月已经增长
为每石 680 元。至于市场上的普通货物，均较之 1943 年上半年上涨三倍左右。成都各中学已经将
学费从上半年的 295 元调整为 1300 元。由于教育部依旧消极资助，光华只能按照正常的物价标准
调整学费，从 1943 年上半年的 850 元上涨为 1900 元。③ 未料此举竟在校内引发学潮。

三、学潮的台前与幕后

1943 年 8 月 31 日，有学生莫健等五人，前往谒见川籍校董张仲铭、向传义，认为学费太重无法
负担，校中师资不良必须改进，要求谢霖辞职并整顿学校。随即，闹事学生强迫全体同学罢课，在校
内张贴《欢送谢霖先生离开光华以娱晚年》、《拥护校董会允许谢霖辞职》等大字报，并乘校董张仲
铭到校之际召开演说会煽动。④ 随后学生兵分数路，有人专门招待新闻记者，请各报帮助声讨谢霖
以宣传壮其声势。⑤ 又有学生至张澜、但懋辛、熊克武等川籍国民参政会议员处寻求支持，请其致
电教育部要求饬令谢霖。张澜等听从其请，集体致电教育部声援学生。另有学生募集资金，拟去重
庆教育部请愿。谢霖派校警干预请愿学生，双方发生纠纷，校警被迫鸣枪示警，学生首领莫健失踪
( 后证明系自行隐藏诬陷谢霖) ，学潮逐步进入激化状态。
据莫健回忆，此次学潮的组织者，尚有贾仲仙、袁鸿英、李官林、郑德禄、张敏、旷正元、李顺天等

七人，除了反对光华提高学费，还反对谢霖对校内国民党与三青团滥抓学生、肆意活动的行为听之
任之，不加阻止。⑥ 然而，从档案资料来看，此种说法实为作者在新中国成立后标榜“政治正确性”
的说法，未必可信。有回忆称，谢霖曾经拍案斥责三青团长谢乐康干涉学校事务，并迫使其最终离
校。⑦ 从资料来看，莫健其后曾竞选成为国大代表，并非共产党。⑧ 如果反对国民党，他们更不会
选择向教育部申诉。在校方看来，学生闹事亦另有隐情，实因学潮之前，XX( 疑为莫健) 与女生 XX
校园恋爱，女生家长来校面见谢霖，声明将女生领回，不许与 XX往来，谢霖自然同意。1943 年夏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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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瑶芝:《忆谢霖老师》，西南财经大学志编写组编:《西南财经大学志》第 1 卷，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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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考试时，XX旷考，理应获得留级处分。XX 由于怀恨谢霖，遂以新学费高昂为借口发动学潮。①

此种理由出于光华校方的公开出版物，应有理据，却也并非全部真相。
光华校方的文件在回顾此事时多次用“策动者别有用心”“此外究竟有何背景”“学生受愚”等

欲言又止之语暗示，此事背后有某些要人的支持。当时的亲历者孙恭也回忆，“此次学潮，是排挤
谢霖的一幕闹剧”，只是“不知幕后主使者，未便妄议”。② 从实际情况看，学生的行动得到了四川
省临时参议会议长、校董向传义的支持。学生最初就此事拜访向传义，对方表示对学生的主张，
“并不反对”。③ 不过，向传义亦无能力解决财政难题，学生只能自行向中央方面申诉。不久，学生
以“光华大学全体学生之名”上书行政院，控诉光华:“我校校政衰败，学费奇重，早为主席( 蒋介石)
所洞悉，乃事迭出，不幸谢副校长霖枪击学生，以致代表莫健失踪，群情愤慨，莫所归依，不得不有渎

职。请饬教育部迅予接管并惩治凶顽，以维教育大业，以张法纪。”④

教育部责令，光华按照 1943 年上学期的 850 元标准征收学费，并认为此事系私立大学内部问
题，须由校董会解决，不予受理。教育部的态度实值得玩味，从表面上看貌似尊重私立大学的自主
权，实则未必。抗战前复旦发生学潮，教育部曾直接介入并改组学校，令校长李登辉“请假休养”，
使复旦进一步归附中央。⑤ 陈立夫所谓的“由校董会解决”，实际是乐见其乱，认为光华素来不属于
自己的势力范围，既然依附朱家骅，应请其帮助解决。学生不得要领，集体上书朱家骅，请求接见并
“根本救治”。然而，朱家骅亦无法解决光华的经济困境，仅令属员告诫学生安心读书，未允接见。⑥

由于陈立夫和教育部所代表的“中央”不予受理，朱家骅所代表的“中央”无能为力，此次学潮
只能转而由“地方”来解决。从事实来看，地方势力愿意解决此事，但出于“尊重”朱家骅、翁文灏的
权威以及张寿镛的地位，并不直接表态。10 月 6 日，学生归来后再度受到向传义的接见，谈五小
时。向传义表面上表示“改革校政问题，殊难全权负责”，但并不反对学生要求的“彻底改革”。⑦

不过，川籍校董不愿垫付经费，预算若以每生 850 元收费，至 1943 年下半年亏空必将达到 100 万元
之巨，决定将学费定为 1700 元，余下亏空呈请教育部补助。⑧ 教育部拒绝补助，学校陷入长期混
乱。闹事学生拒绝开学，要求谢霖辞职。
实际上，请愿学生虽僭越“全体学生”之名，却无法真正代表学生全体，甚至不能代表大多数学

生。谢霖为学校倾注一腔心血，且清正廉洁、爱护学生，很多学生都对其表示拥戴。如当年的学生
回忆:“对 1943 年的学潮，多数学生是不赞同的，对谢师是钦佩的。他两袖清风，还不时资助经济困
难的教职员和学生。因此，1943 年冬天，几百名师生在成都东胜利街沙利文礼堂为其庆祝六十寿
辰，许多师生在会上发言，祝颂谢师的办学功绩，师生之情，水乳交融，气氛至为感人。”⑨当时还有
“光华护校同学会”发出启事，希望闹事的少数同学能够理解学校经济困顿的苦衷，通过其他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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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70。
雷瑶芝:《忆谢霖老师》，西南财经大学志编写组编:《西南财经大学志》第 1 卷，第 48 页。



抗日战争研究 2014 年第 3 期

解决此事，勿受外界的蛊惑，执意反对校长，以造成不可收拾之局。①

谢霖对权位并无恋栈，为使学校恢复秩序，同意卸任副校长之职。但是，他受张寿镛全权委托
在蓉办学，肩负着全体光华同人在大后方传承光华火种、复兴光华精神的希望。张寿镛当年为获得
川省人士的捐助，声明今后学校将“永久留川”，但并非“永远赠川”，未真正确定学校的未来归属。
何况很多学校都曾有此承诺，如复旦曾声称:“迁移入川并非临时性质，拟有永久计划，将在此地建
校。即他日战平，亦不舍今址而回海上，此点与他校之迁入内地者不同。”②这多半可以理解为某种
安抚地方人士的权宜之语。如果谢霖轻易卸职，请他人办理，实为将光华拱手送人，前途如何殊难
预料。而且，由于 1941 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光华沪校为避免向汪伪登记，已被迫
关闭。成都分部作为战时唯一能公开代表光华的办学机构，必须使其不出任何差错，以保证学统的
传承。谢霖等决议，聘请 1929 级教育系校友———四川大学新生院院长张登寿担任校长并马上颁发
聘书。
此消息一出，校内马上出现标语与大字报，呼吁抵制张登寿来校。拥护张登寿、希望调解矛盾

的光华旧人胡毓杰、伍丹戈，被闹事学生包围质问并以武力强行驱赶离开学校。张登寿本已接收聘
书，决计为母校服务，但随即有自称学生代表者上门挡驾，阻拦其接受聘书。莫健回忆称，张登寿是
陈立夫的学生、四川省党部主委黄季陆的亲信，执掌学校必将进一步党化学校。③ 然而，此事在张
登寿处却别有说法。经过进一步了解，张登寿方知:“当地有个地霸型的实力人物在此力争此席”。
张登寿作为外来闽籍人士，不愿开罪四川地方实力派，遂以川大开学无法脱身为由，拖延不就。④

谢霖急以大义责令原教务长薛迪靖必须回蓉掌校，薛迪靖虽返，却已双目失明，无法担当重任。

四、地方势力的出场

对于这次学潮，无论身在中央的孔祥熙、朱家骅、翁文灏，还是远在上海的张寿镛，都鞭长莫及。
真正能够掌握局面者，是成都分部的川籍校董。谢霖受阻被迫辞职，张登寿无法上任，川籍校董开
始酝酿新的主事者。1943 年 10 月 7 日，光华大学成都分部校董会在邓锡侯家中召开第六次会议，
以邓锡侯为主席，参加者有向传义、李肇甫、张仲铭、康心之、薛迪靖和谢霖等六人。除谢霖、薛迪靖
外，其余均为川籍。校董会议决，张登寿来校之期未定，暂由校董向传义全权代理校务。⑤ 10 月 25
日，校董会再度开会，公推邓锡侯为校董会主席，决定学费按照 1700 元标准收取，不能再减。

1943 年 11 月 1 日，向传义正式接管校务并发布公告，宣布仍向每位学生收取 1700 元。此数字
仅比谢霖制定的标准少 200 元，然闹事学生“俱愿遵从”，无人表示异议，光华迅速恢复秩序。少数
同学闹事，多数同学反对，却使学潮动荡两月有余，校方文件所说的“学生受愚”，亲历者孙恭所说
的“幕后主使者”，张登寿所说的“地霸型的实力人物在此力争此席”等等，情况如何，似已可知。当
然，向传义也并非终极幕后。时任光华教授的萧公权曾亲历学潮，回忆抗战胜利后向传义将学校交
给邓锡侯，“卸除代理校长的职务，非常高兴”。⑥ 这说明，向传义也只是四川地方势力推出的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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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摘录卅二年秋学潮文件》，《私立光华大学成都十年记》，第 32—33 页。
费巩:《吴南轩副校长在复旦同学会上的报告》，复旦大学档案馆编:《抗战时期复旦大学校史史料选编》，第 32 页。
莫健:《上海光华大学内迁成都》，全国政协、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第 304 页。
张登寿:《八旬回首》，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福建文史资料选编》第 1辑，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第 566页。
《光华大学校董会决议录( 第六次) 》( 1943 年 10 月 7 日)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私立光华

大学，301 /01 /09 /198 /85—86。
萧公权:《问学谏往录:萧公权治学漫忆》，学林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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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而已。
8 日，成都分部举行开学典礼，向传义任主席，谢霖以普通教授的身份参加，并且印发了《告肄
业同学书》。谢霖回顾了本年物价疯狂上涨的情况，列举了学校各项收入支出分配，以证明在教育
部消极支持，物价已经上涨数倍的情况下，学费同比例增加的合理性。同时，谢霖从师资、训育、管
理等各方面来证明，光华成都分部虽然在困顿之中却仍做出巨大成绩，以反驳学生“师资不良”的
指责。在谢霖看来，学生无疑“受人愚弄、受人利用、疏愚无识、悖谬妄行”，以学费为借口肆意告状
并驱逐校长。当校方酝酿以张登寿为主任，学生又“受人愚弄，任意反对，甚有借口教师中之胡毓
杰伍丹戈两校友系属拥张分子，胁迫其离校，率意妄行，狂惑悖乱”，实为“光华之大耻辱”。对于向
传义，谢霖评价道:“育仁先生，经济力量，比较本人，何啻天壤，相信必能另有筹款方法，此为学校
及诸生之福。”①此语表面看似赞扬向传义，实际却饱含不满、不甘之意。
向传义代管光华期间，进一步排挤谢霖等旧人。1943 年 12 月，向传义主张加聘校董，引荐更

多川籍人士进入校董会。② 1944 年 7 月 2 日，邓锡侯被推举为光华大学成都分部董事长。③ 1945
年 2 月，向传义以经费困难为名，决定停办附属光华小学。该小学由谢霖首创，属公益性质，意在帮
助学校附近的贫困工农儿童入学读书。谢霖以停办公益小学与私立大学服务社会的精神相悖，未
能同意。最后，谢霖决定自行担负起学校费用，改为私立光华小学，亲自担任董事长。④

此次变故，实为光华大学历史上的一次断裂。从此，校政大权从谢霖、薛迪靖、李恩廉、陆寿长、
胡毓杰、伍丹戈等光华旧人手中，完全转移到以邓锡侯、向传义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之手。此种转
移，背后隐约浮现着某种地域矛盾和权力之争。通过王东杰的研究可知，四川地方省籍观念颇重。
尤其是 1935 年中央军入川，抗战爆发后中央政府迁渝以后，四川原本四分五裂的地方势力开始一
致对外，对中央在川的势力扩张表示警惕，多有“川人治川”之议。在一般观念中，四川的大学，校
长亦应由本省人来担任。由此，1938 年教育部任命代表中央的外省人程天放担任四川大学校长，
激起成都士绅的激烈反抗，此举亦得到了邓锡侯等地方实力派的“暗中同情”。⑤ 然而，川大最终被
“国立化”，不容川省人士插足;省立重庆大学亦被改为国立重庆大学，摆脱刘湘系的控制。面对中
央不断侵夺地方教育资源，如何掌握教育权力，维护川人的尊严，直接或间接与强大的中央抗衡，始

终是川省实力派的焦虑。
光华大学成都分部的主客观条件，恰恰为地方势力提供了某种机会。光华大学不受教育部重

视，并非因其私立大学的身份，而是因它与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的“中央”毫无渊源，抗战后选择依附
朱家骅、翁文灏，更被视为后者的势力范围。因此，素来针对地方渗透教育权力的陈立夫和教育部，
对光华学潮采取坐视不理的态度。朱家骅、翁文灏的“中央”又无法给予光华实质性支持，对地方
势力的争夺也无能为力。对地方势力来说，光华脱胎于被誉为“东方哈佛”的圣约翰大学⑥，如能完
全掌握，成为一所真正属于四川人的大学，既可与控制川大、重大的中央对峙，也是某种有价值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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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卅二年秋学潮文件》，《私立光华大学成都十年记》，第 38 页。
《摘录卅二年秋学潮文件》，《私立光华大学成都十年记》，第 40 页。
从后续事实来看，邓锡侯确实将学校当成不容他人侵犯的势力范围。1947 年 9 月，光华大学成都分部已改为成华大学，

国民党三青团在校内发动学潮，试图控制成华。邓锡侯称:“他们不喜欢我们办大学嘛，这是意料中事。”参见吕振修《私立成华大
学创办及发生学潮的回忆》，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 29 辑，成都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87 页。

《附属小学之改组独立》，《私立光华大学成都十年记》，第 56 页。
王东杰:《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 1925—1939) 》，第 265—266 页。
张仲礼:《〈圣约翰大学史〉序》，熊月之、周武主编:《圣约翰大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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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资源或文化资本。① 而且，光华的建校基地与资金多由川省捐赠，校董中亦多川省人士，学生大
半川籍，但该校从名义上仅是上海一所私立大学的迁川机构，校政由光华旧人主持，地方势力无法

染指。此次学潮发生，即使最初因收费而起，却给川省地方实力派以暗示，使其捕捉到机会，支持学
生并从幕后走向前台，排斥外省人谢霖、张登寿，顺利接管成都分部。

1945 年夏，抗战胜利。教育部要求大学在非战时不可设置分校，光华大学成都分部之去向实
应考虑。经过 1943 年秋的学潮与学校改组，成都分部已经被地方势力实质控制，形同独立。光华
旧人决定另起炉灶，于 10 月 11 日在重庆召开会议，宣布以朱经农为校长，并重组校董会，推王费佩
翠( 建校发起人王省三妻) 、朱经农( 原副校长) 、朱公瑾( 原副校长) 、徐可熛( 光华校友，朱家骅亲
信) 、许秋帆( 建校发起人，原董事) 、张星联( 张寿镛之子) 、翁文灏( 张寿镛亲家) 、赵晋卿( 建校发
起人，原董事) 、廖世承( 原副校长) 、钱永铭( 建校发起人、原董事) 、颜任光( 原副校长) 、谢霖( 原副
校长) 等为校董，并推翁文灏为董事长，谢霖、钱永铭为常务校董。光华旧人开始在川渝募集基金，
谋求上海复校。对于成都分部，在川省人士未决定接办之前，以向传义暂为成都分部主任，报部备
案。10 月 30 日，川省人士正式决定接办，公推邓锡侯为代表处理接管事宜，更校名为“私立成华大
学”。②

光华大学成都分部的全部校产，包括土地、房屋、仪器设备、图书等总估价 1. 5 亿元，全部归私
立成华大学所有。成华大学随即组建了新的校董会，以董事长邓锡侯、副董事长刘文辉之名，对光
华校董会的善举表示致谢:

贵校在川所设分部，有贵会暨张故校长寿镛先生主持于前，谢霖副校长实行入川创办于

后，在此抗战八年之中，不特有益于战区避难学子，且于后方青年，造就亦至宏大，证以八年内

毕业之大中两部学生一千四百余人之中，川籍学生，约占十分之六，而目下在校之大中学生一

千九百余人中，川籍学生，又约占十分之九，足见斯校关于川省高等教育，颇为重大，曷胜钦感?

现在贵会已议决移由川省地方人士接办，同人等为国家造才，为桑梓兴学，理应接受，并应逐渐

扩充，成为川中一个完全大学，作为永久纪念。……敝校即于二月一日成立，嗣后仍当萧规曹
随，与贵校分立于扬子江上下游，成为兄弟学校，效力邦国，还祈赐教，以匡不逮。③

光华大学成都分部，从此完全转变成一所“地方化”的学校。

五、结语

抗战时期，播迁内地的国立大学，办学经费来源于中央，不必仰息于地方社会。抗战胜利后，各
国立大学基本整体返回原地，并未被“地方化”。私立大学如复旦、大夏两校，校董和校长多是党国
要人，向来亲和于政府，能够得到中央的扶持，甚至可以改制国立。这些私校亦无需逢迎地方势力，
胜利后也整体复校。如光华这样与党国关系较远，经济实力微弱的私立大学，若要内迁后方，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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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历史与现实非常相似，如今四川教育界仍然重视“光华”之名。由成华大学与 16 所财经院或系科合并而成的四川财经大
学，近年将历史沿革追溯到光华大学，将建校日期由 1952 年更改为 1925 年上海光华大学成立，并以“光华继承者”的身份，计划修
复光华遗迹，树立张寿镛铜像，打造光华文化。真正继承光华大学主体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则津津乐道于“第一所社会主义师范
大学”的红色身份，很少提及其前身私立光华大学的校史。

《成都分部十年大事记》，《私立光华大学成都十年记》，第 64—66 页。
《抄录成华大学来函》，《私立光华大学成都十年记》，第 41—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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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在中央寻求支持外，只能依靠地方实力派，走一条与地方势力合作的办学之路。然而，此举如
一把双刃剑，使学校自诞生起便与地方社会密切关联，易于被“地方化”。
对强势的中央而言，抗战中一直试图从地方势力手中夺取教育资源，将地方大学“国立化”。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央并不希望内迁高校“地方化”。然而，所谓的“中央”并非铁板一块。光华以
江浙大中资产阶级为支撑，与陈立夫和教育部代表的“中央”毫无渊源。抗战中出于寻求财政支持
的目的，才亲和于以朱家骅、翁文灏为代表的“中央”。由于陈立夫和朱家骅、翁文灏等虽表面和谐
却暗中竞争，教育部一直在财政上对光华消极支持。面对光华学潮，教育部更采取坐视不理的态
度，乐于学校被“地方化”。朱家骅、翁文灏无法给予学校实质性帮助，亦只能坐视学校被“地方
化”。
对省籍意识极强的地方势力而言，办大学意味着既可以为个人培养“亲信子弟兵”，又可以在

“文化竞争”上不后于人。面对中央不断从地方手中侵夺教育权力，正面抵抗无果后，一直试图通
过其他手段掌握教育资源，以直接或间接与强势的中央抗衡。光华大学在战前的规模、声望和影
响，对地方势力而言实为某种有价值的教育资源。若能完全掌握光华，即使未必能直接与被中央控
制的川大、重大对峙，至少可以成为“川人治川”在教育领域的某种实现，亦可间接成为某种象征性
的文化资本。不过，地方势力并不选择直接与学校当局冲突，只是以学潮为契机，逐步介入校政，并
实现实质性掌控。此种手法无论对中央的朱家骅、翁文灏，还是上海的张寿镛，都可以维持一种表
面的“尊重”。
对光华当局而言，可谓彻底失败。由于缺乏坚实的政治后盾和经济支撑，光华直接或间接成为

中央内部、中央与地方斗争的牺牲品，只能将校产全部送人，回到上海白手起家。此种“校产赠
送”，当然合于建校时张寿镛“永久留川”的美意。然而，此语多似权宜，复旦等校都曾有过类似“永
久留川”的承诺，抗战结束后却全部整体迁回原地。光华最终“永久留川”，看似出于慷慨支援内地
教育的伟大友谊，实际是校政大权早被川籍地方势力夺取，无可奈何的被迫之举。
抗战时期内迁高校的“地方化”，与地方高校的“国立化”路径完全相反，虽然主客体不完全相

同，却同样是中央、地方以及内迁高校三方矛盾和斗争的折射，为观察战时中央与地方以及内迁高
校三者关系，提供了一扇新的窗口。不过，教育的宗旨在于造福社会，权力究竟掌握于谁人之手或
不重要。正如曾经允诺抗战胜利后学校“永久留川”的张寿镛事后的评价:“教育事业，学问为尤，
吾辈自觉已尽能事，学生确有所得，即告无罪于天下，况战争未息，人民尚在流离颠沛之中，对于流

亡事业，尚能求全责备乎?”①或许，这才是真正的教育家精神。

〔作者韩戍，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 马晓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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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摘录卅二年秋学潮文件》，《私立光华大学成都十年记》，第 31 页。


